
　　　　　　史　学　月　刊　　　　　　　　　　　 ２０１８年　　第 ２ 期

工商业发达地区土改后的农村经济发展路向
———以苏南无锡县为中心的考察

张 会 芳

［摘　要］作为近代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无锡土改后的农村社会经济变化情况与苏南纯农业地区相

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体现了苏南农村 社 会 经 济 的 复 杂 性 以 及 土 改 后 中 国 农 村 发 展 轨 迹 的 多 样 性。

苏南农村走上合作化道路的直接原因，是中共 政 权 力 量 从 全 国 范 围 着 眼 的 通 盘 考 虑 以 及 其 自 上 而 下 的 层

层推动，其深层动力在于中共长期以来希望建立一个平均社会的理想模式。无锡的个案表明，面临合作化

运动的大潮，各地虽缺乏自主选择的空间，但 运 动 的 进 度 和 成 效，一 定 程 度 上 仍 受 到 地 方 社 会 经 济 基 础 的

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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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后的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对于客观评价土改的经济效果以及认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起

源具有重要意义，一直深受学界关注。既往研究探讨的主题包括：土改后农业生产是否恢复发展，农

村中的阶层变化趋势是两极分化还是中农化，土地买卖和租佃、雇佣、借贷等现象的重新出现究竟是

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还是农民经济在正常范围内的自我调节，由土改向农业合作化的过渡是历史发

展的必然结果，还是出自中共在意识形态支配和苏联模式影响下的主观引导与推动等①。围绕以上

问题所展开的学术争鸣，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过渡时期中国“三农”问题的认识。然而，不同地区土改

后的农村经济变化特点是否一致，这一问题在既有研究中并未得到足够重视。

本文的写作，是受到了王海光教授《土改后的农村经济发展路向之管窥》②一文的启发。王文以

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１９５３年编印的《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为研究文本，详尽勾勒

了土改后苏南农村经济社会变化的图景，主要是地权更加细碎化、租佃和雇佣关系减少、私人借贷停

滞、土地买卖极少、饲养大耕畜的数量下降、农民普遍存在怕富心理等，并据此阐述中共选择集体化作

为新的农业经营机制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王文体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路径都颇有值得取法之处。笔

者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无锡农村研究，发现作为苏南工商发达地区的无锡，

其土改后的农村经济状况既存在王文所指陈的特征，也有王文所涉调查取样地区未曾出现的一些现

象。例如，一些地方的农民在土改时对分配土地不感兴趣，土改结束后仍有不安心农业生产的思想；

无锡虽是典型的人多田少地区，但土改后劳动力剩余的问题并不突出，相反由于外出就业劳力多，在

乡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力不足，须雇佣外来客工解决，因此部分农民有种田不合算的感受，等等。

何以如此？应该和地区 选 样 的 不 同 有 关。王 文 主 要 依 据 中 共 江 苏 省 委 农 工 委１９５２年 年 底 至

１９５３年年初对苏南宜兴、武进、青浦、句容、江宁、溧水、太仓、常熟、奉贤等９个县的９个典型乡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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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①，这些调查点大都是当地“县或区直接掌握的典型乡”，是工作基础较好地区②。虽然苏南被公认

为是“中国农村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农业现代化程度最高”“城乡融合度高”“农副工商兼业度

高”③，但上述调查点在地理位置上多数距城较远④，经济结构中副业所占比重不高⑤，在现代产业部门就

业者极为零星。应该说，调查内容主要反映了苏南纯农业地区的情况，而非整个苏南农村的基本面貌。
那么，以无锡为代表的工商业基础较好地区，在土改后的农村经济状况和纯农业地区具体有哪些

不同？究竟是经济层面还是政治角度的考量，影响了苏南土改后的发展路向选择？以下试作探讨。

一　无锡的工商业发展与农村经济

无锡县位于苏南地区中部，东连常熟、吴县，西接武进，南滨太湖，北邻江阴。地处传统鱼米之乡，
商品经济发达。历史上曾是有名的米市、布市、丝市和钱市。清末以来，伴随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近

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无锡更迅速崛起成为苏南的经济中心。抗战前，当地已拥有工厂三百多家，工人

七万多人，其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主要城市中居于前列，一度享有“小上海”之称⑥。

１９世纪中叶之前，当地农民主要靠稻麦种植和家庭棉纺织业为生。太平天国后，由于国际市场

对蚕丝需求的扩大，蚕桑业在无锡兴起，并迅速取代家庭棉纺织业成为无锡农村的主要副业。２０世

纪２０年代以后，伴随欧美国家对生丝需求的急剧下降和丝茧价格的大幅回落，无锡蚕桑业走向衰退，
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开始转移到上海和无锡城等新兴的近代工商业城市去谋生就业。

据统计，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一百年里，上海人口增加了９倍，其主要原因为

外地人口，尤其是江南和苏北地区农村人口的流入。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上海总人口的７０％—

８０％都是从中国其他地方移民来的外地人口，他们构成了上海体力劳动者的主体。其中江南农民以

进入纱厂、制造厂当工人和在各种店铺、餐厅、旅馆做售货员、服务员者居多⑦。
作为近代江南地区工商业发展仅次于上海的新兴城市，无锡在吸纳农村劳动力方面的贡献也相

当显著。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的调查显示，无锡制造业当时雇佣了大约６０００名工人，相当于无锡农村

劳动力总数的１２％。若加上商店、旅馆、餐厅和运输等其他经济部门，至少当有１２％以上的无锡农村

劳动力在当地的新兴工商业谋生就业⑧。在一些距城较近的地带，农村经济受城市工商业的影响十

分突出。例如，１９２９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调查的黄巷村，位于县城近郊，附近开设有丽新布

厂和义生丝厂，居民的从业种类和收入来源就十分多样化。住户职业除农民外，还有工人、商人小贩、
手工业者、仆人、船主、神巫、店员、跑街、掮客商、教员等十余种，其中业厂工、商人之户数占总户数半

数以上；田内收入仅占全村收入总数的４６．１３％，而厂工收入占全收入量１５．７３％，在田外收入中占据

第一位，相当于田内收入的三分之一。因此，调查者认为，这里正处在“由农村机构蜕变到工商社会的

过程中”，“农村工商业 化 的 趋 势，在 这 里 已 经 是 日 甚 一 日，工 商 业 意 识 已 逐 渐 在 农 民 心 理 中 打 下 根

基”⑨。１９３１年江苏省农民银行无锡分行调查的该县第四区，毗邻无锡城区，下辖４镇３２乡，居民“皆

不以纯农为业，而有兼 业 者 为 多”。全 区 居 民 从 事 职 业 者２２　９５４人，其 中 纯 农 占７１．７％，兼 工 商 者

１９．７％，兼渔者１．４％，兼公职者６．８％。山南地带为民族工业巨子荣宗敬、荣德生的故乡，交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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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建省之后。尽管其名称为《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但所涉地点均在苏南，不包括苏北。

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编印：《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１９５３年印制，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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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９个县９个乡８５个典型户的调查，副业收入占农家收入的９．９４％。关于主要牲畜和农业生产成本的调查，包括无锡，其中

明确肯定，“除无锡外，均系纯农业地区”（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编印：《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 调 查 资 料》，第４、７１、９３
页）。

谈汗人主编：《无锡县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１１～３１２页。

⑧　张丽：《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看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转型（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
年版，第２３４、２３６页。

秦柳方、钱俊瑞：《黄巷农村经济的调查和统计》，《教育与民众》第１卷第８期，１９３０年，第７３～８８页；秦柳方、钱俊瑞：《黄巷

农村经济调查和统计》，《教育与民众》第１卷第９期，１９３０年，第９１～１１７页。



居民从事工商业者尤多①。时人常将该区视为无锡之“模范区”②及“最富庶”③之农村典型。

抗战和国共内战期间，江南的地方工商业发展也经历了较大的冲击，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

趋势并未中止。根据日本满铁上海事务所１９４０年对荣巷镇下属的小丁巷、郑巷、杨木桥等３村的调

查，８０户人家中，３９户有家庭成员在工厂或商店工作，其中３６户人家中的４０人是常年在城市工作的

外出人口，约占农村总劳动力的２４％④。另据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１９２９年的调查数据和中科

院经济研究所１９５８年的追踪调查，无锡１１村中，外居城市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１９２９年为９％，

１９３６年为１０％，１９４８年为１４％；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１９２９年为１２％，１９３６
年为１４％，１９４８年为２０％。到城市工作的人员中，工厂工人的比例１９２９年占２８％，１９４８年增长到

了４６％。在外人口每年寄回的现金，１９２９年占家庭总收入的８％，１９３６年占９％，１９４８年占１２％⑤。

依据以上中日两国不同机构的调查结果，有学者认为，从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４８年这段时间，无锡农村劳动

力的转移速度明显高于１９２９—１９３６年间⑥。

除养殖蚕桑和进城做工外，无锡农民还从事其他一些农村副业，如动物饲养、果蔬种植、做花边、

织网花、接麻线、扎黄线、织布、摇袜、酿酒、编筐等。据统计，抗战前无锡农村的副业生产已有二三十

个大类，主要物产在八十种以上⑦。此外，传统非农产业如铁匠、木匠、裁缝等，在无锡农村也占有一

定比重。

总起来看，作为近代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地区之一的无锡，其农村经济、农家生活的水平与城市

工商业的兴衰密切相关，不再是自我独立的封闭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土改及其后土改

的发展过程，都无不受到这一特点的影响。

二　无锡土改后的农村经济状况

１９４９年４月无锡解放后，成为苏南行政区的首府和土改试验县。１９５０年７月—１９５１年２月，在

中共苏南区委的直接领导下，无锡县前后分为３期，完成了１９１个乡的土地和四大财产的没收、征收

与分配工作⑧。

作为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土改对于农村社会的影响是深刻和全面的。王文将土改后苏南农村

经济社会的变化归纳为以下方面：地权更加细碎化，租佃和雇佣关系减少，民间借贷停滞，土地买卖极

少，饲养大牲畜的数量减少，农民普遍存在怕富心理等。无锡也不例外。但作为商品经济较发达地

区，无锡在土改后呈现出的农村经济状况和所面临的问题，与纯农业地区又确有不同。

根据苏南农村工作团１９５１年秋至１９５３年春对东亭区江溪乡、东亭区福寿乡、南泉区壬港乡和东

亭区三蠡乡第三村、江溪乡江东、蠡绛代表村的调查，这些地方大都属于平原，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具
备较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同时在地理位置上距离无锡城区不远，交通发达，经济结构具有对城市工商

业和各种农村副业较为倚重的特点。土改后，其农业生产均已步入恢复发展之途。但因农业生产周

期长、需要多种投入、收益相对有限且并不稳定，当地农民在以工商业作为比较和参照的情况下，仍有

相对不重视农业生产的心理特点。例如，关于东亭区福寿乡的调查（１９５３）提到，该乡农民现有生活水

平并不算苦，但因接近无锡工业城市，农民受城市工人生活的影响很深，在干部和农民中（主要是青年

农民）已产生了不安心农业生产的思想。上年过春节，工人带许多礼物回来，农民看得眼热，反映“工

人一只手拿肉，一只手拿笋，钞票一大把，赚钱赚到像混水里摸鱼”，“工人有钱阔气”，“工人是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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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亲生儿子，农民是毛主席的晚儿子”。有些农民羡慕工人舒服，认为种田吃苦，说“做泥水匠几个月

回来，蛮像样，列宁装、皮领头”，“种田不及工人，究底工人会技术的好，我俚总规是落后了”。青年男

女农民，多想当工人，反映“脚踏田里，眼望城里，心在厂里”。积极想争取入团，认为“入了团底板硬

（意思是有了靠山），找工作做有把握”。上年无锡市进行失业工人再就业时，该乡有二百多过去当过

泥水匠、木匠、烧热水汀和在工厂做过工的农民到城里登记①。相比之下，苏南纯农业地区，群众主要

经济来源依靠农业收入，一般对生产比较重视②。
人多田少，本是无锡农村的普遍事实。以上乡、村因距城较近之故，土地资源紧张的现象更为突

出。就土地平均数而言，东亭区福寿乡全乡可耕田平均每人１．３５亩，平均每农业人口１．５８４亩；南泉

区壬港乡土改时第一平均数１．１亩，第二平均数０．８亩；东亭区江溪乡土改时第一平均数０．８５亩，第
二平均数０．６５亩；江东、蠡 绛 两 个 代 表 村 土 改 后 平 均 每 人 占 有 田１．１亩，可 耕 地 每 人 仅 有８分—９
分③。而中共江苏省委农工委调查的苏南９个县９个乡９个典型村，土改后每人占地的平均数普遍都

在２亩以上，最多者达３．５亩④。
尽管如此，土改后在无 锡 上 述 乡、村，并 未 出 现 苏 南 纯 农 业 地 区 普 遍 存 在 的 剩 余 劳 动 力 缺 乏 出

路⑤现象，相反，由于外流人口较多，在家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力不足，以上乡、村均不同程度存在

种田雇工行为，离城最近的江溪乡江东村尤为突出。据１９５２年１１月调查，该村尽管人均土地数量较

少，但由于人口外流和从事其他职业的较多，并且土改后在技术上更强调精耕细作，在农业生产上，反
而产生了劳力不足的现象，在麦收麦种和秋收秋种两大忙场，都需要雇进大批流动客工来协助耕作，
“这是历年不误农时，完成收割栽种的主要力量”。埌坝头自然村全村仅有１３个男性全劳动力，内有

５个过去兼做泥水匠、木匠的农民，正积极准备外出参 加 城 市 工 会，脱 离 农 业 生 产，剩 下 的８个 劳 动

力，每人平均将要负担２０亩以上土地的耕作。但实际上，每个劳动力在一季生产内的耕作能力只是

４．５亩地左右。粗略计算，该自然村除妇女劳动力外，将缺少１３８７．８个人工。“其他各自然村与这里

比较虽没有这样严重，但不同程度的缺劳状况是一致的现象”。江东村全村共有男劳动力１０７人，妇

女劳动力１３４人（包括全劳动力与半劳动力），土改后流向其他劳动的特别是男劳动力逐年增加，计

１９５０年８人，１９５１年１１人，１９５２年１９人，这些人流出后都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参加农业的劳动

力中，闲时做副业，忙时回家或转向农业生产的，也计有男女６３人。由于缺乏劳动力，雇人耕作要管

吃，每工需一万五千元，农民中有认为种田不合算的感觉，“政府号召加工，劳力又不足，现在种田要种

好，种少，不要多种了”。据两个组的具体调查，因无农业劳动力或家里有人从事其他职业有别样收

入，因而在秋种中出租或包耕土地的计中农５户、７．５亩，贫农５户、６．３亩（内包出田４亩），其他成分

１５亩⑥。另据同一时期调查，江东、蠡绛两个代表村共有全劳动力３６７人（包括妇女劳力折合在内），
如以每一全劳动力耕作４亩田计算，两个村全年尚少２１５２工，这些缺少的劳动力一般均须依靠外来

客工解决⑦。
土改之后，随着环境的安定和劳动力的相对增加，各地新解放区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和发展，多数

农家生活都趋于上升和好转⑧，社会结构普遍出现“中农化”现象⑨，苏南也不例外。但与其他纯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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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⑥

⑦

⑧

⑨

《无锡县东亭区福寿乡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情况的调查（初稿）》（１９５３年４月），锡山区档案馆藏，档号：Ｂ１－２－３９。

④⑤　中 共 江 苏 省 委 农 村 工 作 委 员 会 编 印：《江 苏 省 农 村 经 济 情 况 调 查 资 料》，第２３７、２４１，１０５～１０６、１２７～１２８、１４３～１４４、

１５９～１６０、１７３～１７４、１８９、１９２、２０４、２２５、２３９，２２５页。
《无锡县东亭区福寿乡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情况的调查（初稿）》（１９５３年４月），锡 山 区 档 案 馆 藏，档 号：Ｂ１－２－３９；《无 锡 县 南

泉区壬港乡农村经济调查报告》（１９５２年１２月），锡 山 区 档 案 馆 藏，档 号：Ｂ１－２－３９；《无 锡 县 江 溪 乡 农 村 经 济 情 况 调 查 报 告》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３０日），锡山区档案馆藏，档号：Ｂ１－１－１３；《苏南无锡江东、蠡绛二个代表村农村经济调查报告》（１９５２年１２月

１２日），锡山区档案馆藏，档号：Ｂ１－２－３９。
《无锡县江溪乡农村经济调查报告》（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３０日），锡山区档案馆藏，档号：Ｂ１－１－１３。
《苏南无锡江东、蠡绛二个代表村农村经济调查报告》（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１２日），锡山区档案馆藏，档号：Ｂ１－２－３９。

尽管学界对土改的经济绩效评价不一，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它通过对土地所有权的重新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刺激

了农民（尤其是在土改运动中受益最大的贫农阶层）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会带动基本投入的增加，有助于农业产量的提高。

王瑞芳：《新中农的崛起：土改后农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动》，《史学月刊》２００３年第７期，第１０９～１１８页。



地区“生活好坏全视年成丰歉而转移”①的情况不同的是，在无锡，工商业和各种副业在促进农村社会

阶层分化中也扮演了较为重要角色。据１９５２年１２月关于南泉区壬港乡８个典型农户的调查，１９４９
年后生活上升的原因，主要是土改后分得了土地，副业逐渐恢复，职工收益增加。生活下降的原因，主
要是副业收益减少而影响了农业生产，其次是病、死等特殊情况②。另据１９５３年春对东亭区福寿乡４
个自然村２１６户的调查，其生活与收入概况是：够吃够穿，稍有积余的户约占２６％；不欠债，可以维持

生活，比以前稍好的户约占６０％；欠债或生活不及以前的户约占１３％。在上升户中，主要因分得土

地，农业产量提高，使得生活好转；有一部分上升较快的户多系家中有人在工厂做工，或从事其他职

业，工薪收入较多者。如陈巷自然村上升的５户贫农，均系家家有人外出做工，每月有钱补贴家庭。
生活比过去稍有提高的农户，其生活主要来源依靠农业收入（包括蚕桑收入），没有副业与工薪收入或

副业、工 薪 收 入 甚 少，其 中 亦 有 因 欠 旧 债 太 多 者。下 降 的 农 户，主 要 是 因 婚、丧、疾 病、死 人 亏 债 未

清③。在以上事例中，影响生活上升和下降的因素都是多样的，农民的生活程度高低，取决于家庭收

入与支出的总体比较。在分得土地、增加生产的基础上，更多的来自农业之外的收益，固然有助于生

活提高；如果农业外的收益减少，且出现病、死等特殊情况，即使土地的收益增加，生活程度却很可能

下降。其中上升和下降最快的农户都是由于农业之外的因素，来自土地和农业的收入在农村社会分

化中的作用相对有限。
综上，无锡土改之后的农村社会经济状况，和苏南纯农业地区既有相近之处也有区别。将各种情

况结合起来看，或能更完整反映土改后农村情况的复杂面相。

三　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向选择

包括苏南在内的新解放区土改结束之后，中共中央随即开始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传统小农经

济延续数千年的个体、分散、独立的经营方式由此被打破，开始按照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蓝图和战略

需要纳入统一的发展轨道。
农业合作化的动因为何？传统观点认为，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

趋势。理由是：土改后小农经济分散薄弱，无力进行扩大再生产；任凭小农经济的自由发展，将不可避

免导致农村两极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也要求农业必须走合作化

的道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学界更侧重从中共自身的角度探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缘起。部分学

者指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兴起，既不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也不是源于国家工业化建设的

配套措施，更不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互助合作需要。中共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影响所进行的自上而下

的引导，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动具有决定性作用④。
具体到苏南，王海光教授通过引入“农业经营机制”概念，主要从经济层面解释农业集体化的起

源，与学界既有的看法有所不同。他指出，土改前，苏南城乡融合，市场发达，农业商品率高，基于儒家

文化基础上的地权关系、租佃关系、雇佣关系、业佃关系和借贷关系等构成了一个细密的社会交换网

络，生产要素的流动极有效率。土改时期，中共通过阶级斗争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将国家权力植入乡

村社会，彻底改变了传统农村的政治生态、经济关系、文化价值和农民的社会生活。土改在推翻传统

地权结构的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过去市场调节的土地流转机制、资源配置方式、资

金借贷系统，都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土改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是建构起一个能够激励

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农业经营机制。在市场化和集体化两种不同的农业发展路径之间，中共选择了后

者。在毛泽东的主导下，中共开始按照苏联模式的农业集体化道路，通过大力推广生产领域的互助合

作，对中国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土地改革提供了农业集体化的制度路径，农业集体化是土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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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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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编印：《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第１１４页。
《无锡县南泉区壬港乡农村经济调查报告》（１９５２年１２月），锡山区档案馆藏，档号：Ｂ１－２－３９。
《无锡县东亭区福寿乡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情况的调查（初稿）》（１９５３年４月），锡山区档案馆藏，档号：Ｂ１－２－３９。

叶扬兵：《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６２页。



革的必然选择。”①

王海光教授对于苏南地区土改前传统农业经营机制的评价是否完全准确，姑且不论。对其描述

的土改后苏南农村经济社会变化的事实，笔者深为赞同。然而，对于其将农业合作化的实行视为一种

带有地方色彩的“经营机制”选择，却始终觉得费解。
从现有调查来看，苏南土改结束后，刚分配完小块土地的农民，实际对组织起来进行互助合作的

兴趣不高。农业合作化的展开，主要源于中共政权力量从全国范围着眼的通盘考虑以及其自上而下

的层层推动，并非因地制宜的特殊考量，更非乡土社会的自发要求。
在苏南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展开过程中，其指导思想直接来源于党中央的统一决策部署，其具体步

骤与其他地区也似乎并无二致。１９５１年１２月，中 共 中 央 下 发 了《关 于 农 业 生 产 互 助 合 作 的 决 议 草

案》，提倡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由此，苏南各县积极引导农民开展互助

合作，纷纷建立互助组。到１９５２年年底，全省加入互助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４２．８％，其中临时性

互助组３７３　４１０个，常年互助组１４５　１１６个②。１９５５年秋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和中共

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发表后，在苏南也掀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
苏南农业合作化的动因，既非内生于地区本身，也非单纯农业经济观点所能解释。正如既往学界

所论证的那样，笔者亦认为，１９５２年，在全国性的土改尚未结束、土改运动的社会经济成效尚未全部

显现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便急于大规模推行农业合作化，归根结底，还是和其长期以来希望建立一个

平均、平等社会的理想模式有关。通过土改平分土地，只是中共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初环节。共产主义

要消灭私有产权，不能容忍阶级或阶层分化，而农民一旦拥有了土地就想发家致富，二者在本质上是

相违背的。因此，主要是意识形态和政治角度的考量而非其他因素，决定了中共在土改结束后不久很

快就选择走上了集体化道路。
从现有材料看，在席卷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大潮中，虽然各地面对合作化的道路方向，缺乏选

择余地和讨价还价的空间，但在运动具体推行过程中，其进度和成效既取决于领导重视和群众发动的

程度，也受到原有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以无锡为例，１９５３年该县农协的一份小结指出，各区运动开

展得不平衡。八士、蠡漍等 远 离 市 区 的 区 乡，纯 农 户 较 多，开 展 较 好，一 般 在 原 有 基 础 上 整 理、恢 复

８０％到９０％以上，组织农户２０％到３０％；东亭、西漳等与市区接壤的区乡，开展得较差，一般只恢复

原有数的４０％到５０％，组织总农户的１０％左右③。根据中共江苏省委调查，截至１９５４年春，无锡县

下辖１５个区已组织起来的农户占总农户的比例，除八士区无数字外，东亭区比例最低（１５％），其背景

是“靠近城市，地少人多，大部分农民都从事副业生产，致农业与副业的矛盾很大……同时由于人多地

少、劳力过剩，部分农民不安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基础较差”；蠡漍区比例最高（７８％），其背景

是“本区系纯农村，离城市远，农民无副业，在外做工的也很少……土地较多，每人平均占地二亩到三

亩。农民专心从事农业劳动……互助积极性很高”④。同一时期中共无锡县委的总结，将全县发展互

助合作运动的情况区分为“较好”“一般”“较差”三种类型：属于第一类型的有八士、蠡漍两个区，特点

是离城较远，土地多，副业少，生产条件较好，又有一定的伴工历史基础。属于第二类型的有十个区

（华庄、南泉、新渎、藕塘、东亭、安镇、墙门、西漳、梅村、荡口），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虽然接近城区，土
地少，与城市有关的副业多，生产条件一般，但由于领导重视，群众基础较好，因而运动开展较好。另

一种是生产条件与群众基础一般，领导也不够重视，致发展一般；属于第三类型的有玉祁、洛社两个

区，其特点是领导未重视，群众基础也较差，且小型工厂、手工业较多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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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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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苏南区无锡县农民协会：《无锡县一九五三年上半年互助合作运动小结》（１９５３年７月），无锡市档案馆藏，档号：ＸＢ１－
１－２２。

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编印：《江苏省农业生产情况》（苏州专区），“无锡县”，第３、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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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　　语

苏南是近代中国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无锡又是苏南地区发展最快的典型。土改之后，
无锡农村和其他地区一样，在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的同时，租佃、雇佣、私人借贷和土地买卖等传统生产

关系停滞或减少，社会结构整体呈现“中农化”的趋势。作为受工商业影响较深的地区，无锡的发展道

路体现出自己的特性：在城市劳动相对农村劳动高收入的驱动下，农民中存在不重视农业生产的心

理；一些地方由于进城务工的劳力较多，在乡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力不足，种田不得不请工，农民中

有认为种田不合算的认识；在影响农村阶层分化的诸多因素中，工商业和各种农村副业扮演了较为重

要的角色，等等。以上不同于苏南纯农业地区的特点，反映了苏南农村社会经济的复杂性，也证明土

改后中国农村的发展轨迹存在多样性。
土改结束不久，包括苏南在内的新解放区随即开始走上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其直接原因来自中共

政权力量从全国范围着眼的通盘考虑和决策部署，其深层动力在于中共长期以来希望建立一个平均、
平等社会的理想模式。主要是意识形态和政治角度的考量而非其他因素，决定了中共在土改结束后

不久很快就选择走上了集体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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